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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生产理论，从物质、符号与精神空间生产解构大理白族三月街促进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逻辑。研究表明：物质空间生产构建起跨族际经济互动的实体场域，传统骡马

市集与新消费业态的空间并置既延续了历史商贸网络，又借助物质交换的具身化实践催生新型社会关系；

符号空间生产使民族文化的物象符号、非遗展演的视觉符号等与国家叙事的政治符号在历史演变中达成

意义共识，通过符号解码的公共性转换消解族群文化边界；精神空间生产则以节庆周期中集体记忆的周

期性唤醒为核心，依托神话叙事重构与节俗参与的身体实践，形塑超越族群差异的情感共振空间，使多

民族成员在“文化共享域”中实现精神认同的升华。与此同时三月街的发展面临基础设施停滞与活动模

式固化，商品同质与文化融合浅表化的现实困境，需要优化公共服务和创新文化叙事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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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spatial triadic production,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Dali Bai March Street in promoting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symbolic and spiritual space. The study shows that: material spatial pro-
duction builds up a physical field for inter-ethnic economic interactions, and the spatial juxtaposi-
tion of traditional mule bazaars and new consumerism not only continues the historical trade net-
work, but also generates new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the embodied practice of material exchange; 
symbolic spatial production enables the physical symbols of national culture, visual symbols of non-
heritage performances and political symbols of the national narrative to reach a consensus of sig-
nificance dur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issolve the public nature of symbol decoding and de-
ciphering by means of a public nature transformation. The production of symbolic space enables 
the physical symbols of national culture to reach a consensus of meaning with the political symbols 
of the national narrative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rough the public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ic decoding to dissolve the cultural boundaries of the ethnic groups; the production of 
spiritual space takes the periodic awakening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the cycle of the festivals as 
the core, and reli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and the bodily practice of par-
ticipation in festivals and traditions to shape a resonant space of emotions that transcends the dif-
ferences between ethnic groups, so as to enable members of the multi-ethnicity to achieve the sub-
limation of their spiritual identities in a “cultural sharing domai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March Street is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stagnant infrastructure and solidified activ-
ity patterns, homogeneous products and superficial cultural integration, which require optimiza-
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nar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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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族节庆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是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的关键标识。2024 年 9 月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推动

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

要途径。”[1]民族节庆的空间生产通过特定时空场域的精心建构与意义赋予，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提供了具身化、情境化、情感化的关键路径。通过参与民族节庆活动，不同民族的人们能够深入体验彼

此的文化，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尊重，进而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

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物质与精神的双重

场域。 
列斐伏尔系统地阐述了空间的概念，批判将空间视为“静止容器”的观点，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

物，它是一个产生在目的上的社会实践，是一个社会关系产物”[2]。列斐伏尔提出理解空间生产的空间

实践、空间表征及表征性空间的“三元辩证法”。“空间实践”，即日常感知和使用的物质空间，涉及

空间的生成和使用；“空间表征”，是认识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如规划师、管理者、权力机构等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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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话语所构想的、主导性的概念化空间；“表征性空间”，指居民和使用者通过其意象、符号、情感

和日常生活经验直接生活的空间，是被动体验与主动创造交织的、充满想象和象征的空间。民族节庆作

为一种高度组织化、仪式化的社会空间实践，其核心价值在于它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空间生产场域，深刻

形塑着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与广度。民族节庆不是文化展演的“静态容器”，而是一个通过多元

主体实践、权力文化表征与生活体验共同作用而持续生产的社会空间。这一空间生产过程的核心社会功

能在于为各民族成员提供了一个结构化且具有互动张力的阈限性接触场域。在此场域中，物质、精神、

社会三个维度相互嵌套，共同推动着超越单一民族边界的、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共同体的

动态再生产。 
许多学者将空间生产理论运用于民族节庆和文化的研究，黄晓通和李玉雄认为民族节庆的社会互动

功能、文化叙事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和共同进步[3]。柴冰等研究了土家

族传统民俗节庆活动“舍巴日”，发现其从民族节庆到区域文化演变过程中“舍巴日”的仪式结构、意

涵空间与实践主体不断地被重塑和再发明，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和空间媒介，为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了地方性知识和力量[4]。赵芳等发现对广西三江花

炮节举办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阈限空间，空间内通过群体认同、群体记忆以及仪式互动，构成了各族人民

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场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现实保障[5]。李玉雄和史梦娜考察发现泼水

节具有拓展物质空间、符号空间以及精神空间的功能，可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构筑[6]。方素梅分析了壮族三月三从民族传统节日逐步发展成为广西各民族人民共有共享

共创精神文化的内在机制和现实意义，认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在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7]。王钧、张文鹏认为屏边苗族花山节的文化在物理、社会、文化多维空间中的生产形成了多主体认

同倾向，提出少数民族节庆体育文化的空间生产需要打破认同壁垒，促进地方建构和民族文化传播[8]。
部分学者对三月街的起源[9]、文化变迁[10]、游客满意度[11]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从茶马古道沿线集市

[12]和空间展演仪式[13]等视角探索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本文基于已有研究，通过空间

生产视角从物质、符号与精神空间生产解构大理白族三月街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逻辑并指出

“三月街”面临的空间生产困境和优化措施。 

2. 从茶马互市到民族节庆：“三月街”的溯源与形成基础 

2.1. 历史溯源 

大理“三月街”起源于唐朝永徽年间(公元 650~655 年)的讲经庙会，活动内容以佛教讲经和祭拜观

音为主。宋朝时，“三月街”成为我国南方最大的马匹、药材交易市场。当时大理国因出产良种马闻名

中原，南宋王朝在广西邕州专门设立买马司，进口大理马。据明代李浩《三迤随笔》记载，大理国白王

“每遣使入宋朝货，必购数良马入献”1。同时期还在马市设了“马擂”制度，这一官方组织的竞技活动

标志着节庆文化中体育竞技维度的正式制度化。明清两代，随着滇缅茶马古道贸易网络的扩展，“三月

街”逐渐由区域性骡马交易市集发展为涵盖药材、丝绸等大宗商品贸易的跨地域商贸枢纽，其经济辐射

范围北接川藏、南达东南亚，成为西南边疆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民国时期，在近代化进程加速与

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下，“三月街”的传统商贸功能呈现结构性衰退，其作为多民族社会交往空间

的文化整合效应亦随之弱化。 
1991 年三月街被确定为大理州各族人民的法定节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政策与地方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的协同驱动下，“三月街”经历了意义深远的符号重构。政府通过节

 
1李浩. 三迤随笔[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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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策划、仪式再造与文化展演等手段，将其转型为集民族文艺汇演、传统体育竞技与文化旅游体验于一

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 

2.2. 基础条件 

2.2.1. 区位条件优越 
大理地区在古代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通道之一，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此交汇，使其成为西南地

区重要的经贸往来交通枢纽。此外，大理海拔梯度形成的立体气候催生差异化种植结构，如温带坝区种

水稻、养蚕桑，高山地带种药材、畜牧业发达。这种垂直分工和区域内实现供给自足的可能促使“三月

街”发展为跨海拔经济圈层的交换平台，实现产品时空差序配置。“三月街”占据大理坝区稀缺性平原

腹地的核心位置，其平坦地形带来的空间可达性优势，有效突破了滇西山地地貌对传统集市辐射范围的

物理限制。同时，持续性节庆机制不仅吸引坝区高密度人口参与，更通过跨年度周期性聚集模式，将周

边山区的离散型居住群体纳入市场网络。因此，“三月街”的市场圈很自然地延伸到四周，形成了区域

层级的市场容量[14]。 

2.2.2. 良好的经济基础 
大理地区气候温和，自然资源丰富，农耕条件相对优沃，是历朝历代乃至今日主要的农耕劳作区。

南诏大理国时期，农作物种植种类已覆盖“五谷”及其他常见作物，在生产工具方面普遍使用铁器和耕

牛，引泉水灌溉。“六畜”等牲畜饲养以及养蚕业在当时不仅齐全，而且还比较发达。元明时期，汉人

入滇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水稻和小麦的种植范围扩大，大理地区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

手工业快速发展，白、汉间的交往更加广泛，农业剩余产品与手工业制品构成“三月街”早期交易的主

体商品。 
大理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较早，清朝即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喜洲商帮”和“鹤庆商帮”两大白

族商帮。两大商帮实现了商号的跨区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茶马古道及“三月街”市场的物资供给，保

障了西南边疆各民族的物质基本需求。在大理境内，滇藏茶马古道沿线开发的商贸城镇大多都是多民族

聚居区，如喜洲、鹤庆、巍山等，商贸型城镇的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了更多的人流、物流聚集。随着物资和

人员的流动，地方社群的社会共同性或族群共同性得以延伸，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被商人等群

体在特定的空间移动过程中跨越[15]。广泛的商贸联系，推动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 

2.2.3. 社会思想基础 
大理白族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白族的“天下观”和“民族观”。因此，白族重视其他民族

文化发展的“动态”趋势，而非体质上的差异，为族际通婚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

蓄奠定了思想基础[16]。白族文化呈现出“主体创造–互动涵化–共生演进”的形塑过程。土著白族在长

期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首先创造、积累了独特的白族文化。其次，迁徙而来的族群积极适应白族文

化，并主动选择白族文化中的有益元素与本民族文化融合，白族文化就在包容他族文化的基础上日益繁

荣，形成了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开放多元的民族特性为“三月街”的延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营商环境，吸引了多元文化汇聚于大理地区。同时，白族人民是具有文化自觉的[17]，他们可以很好地调

节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善于取长补短。因此，在“三月街”的千年变迁中，白族人民既能保持本民族

的文化特色，传承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感，又能兼收并蓄地利用其他文化，实现共同发展。 

3. “三月街”的空间生产功能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权力关系与文化认同的具象化表达，强调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统一。他

主张将空间研究的重点从“空间中的生产”转为理解“空间本身的生产”。“三月街”的空间生产过程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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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体现了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理论内核(见图 1)。互嵌性物质空间以商贸交往为纽带、功能分区

为架构、人员流动为载体为跨民族经济共生与社会网络编织提供了结构性基础，打破了地理文化隔阂。

共享性符号空间通过符号体系将文化异质性转化为互动资源，物物交换超越市场逻辑，集体记忆的再重

塑与官方话语引导赋予“三月街”超越族群边界的共同意义，在开放性的节庆氛围与文化实践中培育各

族群众的情感联结与文化互鉴。共情性精神空间激发积极民族情感并强化了各族群众互动共享实践，参

与者通过舞蹈共跳、美食共享等亲身体验进行情感互动和意义再诠释，生成对“中华民族”的具身化感

知，构成自下而上的认同再生产基础。在三重空间的持续互动生产中，为各民族成员创造了深度交往、

理解互鉴、情感联结的综合性场域。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the “March Street” to promote ethnic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图 1. “三月街”空间生产促进民族“三交”的分析框架 

3.1. 物质空间生产承载各民族的交往实践 

“三月街”的集市属性和多元经济活动形式为物质空间生产搭建了桥梁。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强调

物质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容器与生产工具。从空间实践角度看，“三月街”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和

功能的物质空间，它可以实现生产要素跨区域重组，为各民族提供了经济交往的场所。历史上，它是茶

马互市的重要据点，促进了藏区与内地的物资交换，推动了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新时代，“三月街”的

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商家。这种经济交往不仅满足了各民族的物质需求，还构建

了利益共同体，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大理借助旅游资源和“三月街”文化遗产

打造了多元业态，创新消费场景。有风集市、文创集市以及康养旅居博览会等文旅综合体，丰富了“三

月街”的经济活动形式。这些新业态吸引了不同民族的消费者和从业者，如白族银器匠人与藏族商人开

始合作直播带货，拓展了跨族际经济互动的实体场域。各民族在经济活动中相互协作、相互交流，加深

了彼此的联系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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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街”呈现出的清晰功能分区提高了物质空间生产的效率。集市区域作为物资交流的核心，摊

位依商品种类有序排列，这种有序性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各民族参与者在长期的商业互动中，基于经济

规律与交易便利性需求，共同塑造的空间秩序。白族小吃摊主向笔者介绍：“我们家去年也在三月街摆

摊，就卖这个油粉，酸辣口的。旁边那家卖竹筒饭的几乎年年来，他们是傣族，我是大理白族人。再过去

转角处还有卖南涧油粉呢，他们的话锅巴会多一点，要搭木瓜醋吃。现在大家被统一分配到一块地方，

赶街的人买吃东西、问路也方便，我们家顾客也比去年多。”表演场地设置在集市中心或周边开阔之处，

充分考虑到观众聚集与节目展示的空间需求，为文艺表演和体育竞技等文化活动提供了适宜的施展空间。

赛马场相对独立的设置，则是基于赛马活动对场地特殊的规模、安全性以及运动特性要求所做出的规划。

这种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本质上是各民族在空间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协商、调整与适应，达成的一种

空间共识，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使得“三月街”空间的多元功能得以高效发

挥。 
“三月街”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是各民族物质空间生产的催化剂。“三月街”并非一个固定的物理场

所，而是充满社会关系张力的周期性动态社会空间。2025 年三月街举办期间的人流量达 95 万人次，省外

游客约占 26.7%2。“我来三月街摆摊的目的不仅是赚钱。之前就有听说三月街民族节很热闹，正好我今

年在云南旅居就和一些小伙伴做了手工的串珠来售卖，主要是重在参与，来感受一下三月街的氛围和大

理的风土人情”，来自山西的赵女士如此说到。这种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是空间实践的直观体现，人们在

集市中穿梭购物，其身体的移动轨迹与交易行为共同构建了集市的商业活力空间；在表演场地欣赏节目

时，观众的欢呼、掌声与专注的神情，与表演者的精彩演绎相互呼应，塑造出充满文化感染力的表演空

间；在赛马场呐喊助威时，观众的激情与赛马的紧张激烈氛围相互交融，形成极具动感与活力的竞技空

间。个体的实践活动从微观层面汇聚成宏观的空间活力，不仅有力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

互动，更通过货币、商品与劳动力的空间重组使得人们在参与过程中，通过身体感知与实践体验，逐渐

形成对“三月街”空间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空间的社会意义。 

3.2. 符号空间生产构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通道 

“三月街”中各类物象符号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提供物质载体。空间表征作为权力与知识主导的

符号秩序，在“三月街”体现为文化符号体系的再生产。丰富多样的文化符号如白族扎染、本主祭祀中

的图腾符号、剑川木雕、非遗展演等，构成了空间表征的重要视觉与文化景观。这些文化符号作为各民

族文化的独特标识，并非孤立地存在于“三月街”空间，而是通过展示、传播等文化实践活动，被有机

地融入到空间叙事之中。它们成为连接民族文化记忆与“三月街”现实空间的关键纽带，不仅使人们在

感知空间，而且能够直观地接触与理解各民族的文化内涵，通过符号的象征力量，在无意识层面激发民

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三月街”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叙事资源可以为各民族文化交流重塑集体记忆。“三月街”借助口

头传承(如马帮故事口述)、文献记载、民俗表演等多种方式，文化记忆在空间中得以再生产。本地游客张

先生是“资深赶街客”，“三月街的物资交易历史比较久，我年轻时候每年也来赶三月街，那个时候主

要是跟着村里的大人买骡子买马顺带着买点糖。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三月街上的骡子和马很多都是彝

族和藏族人来买卖的，品种多质量也好。现在我比较喜欢逛卖茶叶和中草药的摊位，老年人就喜欢喝喝

茶，今年听说买中草药还可以去找专家咨询，我打算去看看。”人们讲述“三月街”的历史故事、传说

时，将民族记忆与当下的空间紧密相连，赋予空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种历史记忆的传承并非简单

的过去重现，而是在当下社会语境中，通过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重新阐释，不断重构“三月街”空间

 
2数据来源：大理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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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意义。作为惯习性的集体记忆实践，不仅成为各族民众在社会交往交流中共同的认知和信仰，更

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使得“三月街”空间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中，持续积

累与丰富其文化内涵，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载体。 
“三月街”举办的官方话语可以为各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互动平台和保障。政府将举办“三月街”民

族节视为展示地方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关键平台。在官方宣传话语体系中，“三月街”

被赋予“民文化的盛宴”等积极意义，这种话语构建并非简单的修辞策略，而是借助官方权威，将特定

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嵌入“三月街”空间之中。通过强调各民族在节日中的平等参与与共同发展，官

方话语为“三月街”空间设定了一种和谐、团结的社会秩序框架，引导各民族参与者在这一空间中遵循

相应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进而营造出有利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空间氛围，促进各民族对“三月街”

空间的广泛认同，强化了这一空间在民族关系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3.3. 精神空间生产达成各民族的情感交融内核 

“三月街”通过独特的历史底蕴促进情感唤起和生成。表征空间作为使用者主动创造的体验领域，

孕育着情感交融的“第三空间”。对于各民族群众而言，“三月街”是一个承载着深厚民族情感的特殊

空间。在该空间内，各族群众能够与本民族同胞相聚，共同参与传统节日活动，重温民族文化记忆，感

受民族文化的温暖与力量，这种情感体验强化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与此同时，与其他民族的广泛交流

互动，如共同参与民俗活动、互嵌式入驻商贸区等，使得他们能够突破民族界限，增进对其他民族的了

解与尊重。文艺表演队队员张女士向笔者介绍：“我们这个文艺表演队在开幕式主要跳白族霸王鞭，但

是也有汉族和彝族队员，大家霸王鞭跳的很好的。我们一部分队员表演结束后也会去参加对歌会，他们

比较喜欢(对歌)，现在对歌会的歌很丰富，像我们平时外出表演也会唱白族调。每年来三月街都会认识很

多文艺爱好者，整个文化范围特别好，大家也互相学习，包括演出服装、编舞设计这些，收获还是很多

的。”这种民族情感在空间中的不断积累与传递，为民族互动创造了积极而温馨的氛围，使得“三月街”

空间成为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情感熔炉，进一步推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深入发展。 
“三月街”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机会。从品尝各民族特色美食，到欣赏精彩纷呈的文

艺表演，再到参与妙趣横生的传统游戏，人们在亲身体验中真切感受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文

化体验的共享，并非简单的文化消费行为，而是一种深度的文化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文化

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得以充分展现，文化隔阂逐渐被打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得以深化。人们

在空间中共同构建起深厚的文化记忆与情感纽带，使得“三月街”空间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文

化共同体空间，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4. “三月街”的空间生产困境 

大理白族三月街由乡村集市发展到民族节庆，是促进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容并蓄、情

感上相互亲近的重要载体。但在当代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

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4.1. 基础设施停滞与活动模式固化 

作为民族节庆“三月街”举办期间游客数量巨大，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随之提升。游客激增与交

通拥堵加剧了节庆空间的承载力矛盾，卫生、安全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减弱了游客的归属感和体验感。

其次，各族群众与“三月街”的关联更多停留在现场体验，“三月街”的举办多年来保持固定的节目展

示、庆祝场域、活动内容，创新度较低，本土化资源与现代化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很难调动游客

的再次期待，开办模式陷入固化困境。“三月街”也在积极拓展云上服务，但当前“三月街”的线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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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多聚焦饮食展演、节庆狂欢等感官体验型内容，大数据算法推送形成的信息茧房效应，导致“他者凝

视”主导内容生产，使得“马帮精神”“本主信仰”等核心文化基因在数字化转译中遭遇文化折扣，难

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深层叙事。 

4.2. 商品同质与文化融合浅表化 

符号空间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其被赋予的文化意蕴和历史记忆是各民族群众文化。随着旅游业的蓬

勃发展，“三月街”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化浪潮的冲击，过度商业化现象日益凸显。大量商业资本涌入，

导致摊位租金大幅上涨，许多小商贩难以承受经营成本被迫退出。一些传统的民族特色商品摊位逐渐被

各类同质化的旅游纪念品摊位所取代，扎染、银器等手工艺品脱离本土语境，转化为标准化旅游商品，

其工艺背后的“地方性知识”被抽离。其次，在短暂的节日期间，文化快消费容易导致人们关注享受而

忽视传承。“三月街”的参与群众仅通过走马观花浏览传统器物、服饰宣传、歌舞展演等浅层次文化符

号，难以全面地了解“三月街”文化背后的价值意涵。另一方面，“打卡式旅游”的热潮以及自媒体与

商业导游建构的“浪漫化民族叙事”，将白族文化简化为“风花雪月”的景观意象，导致游客对白族民

俗先入为主的偏离式解读与碎片化欣赏，进而对“三月街”符号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形成实质性阻碍， 

5. “三月街”的空间生产优化 

5.1. 优化公共服务，满足现实需求 

要整合资源，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人们对月街的基础期待和现实需求。“三月街”举办

期间的公共空间是各族人民群众最具直接体验的场域，公共服务的质量对参与主体的主观感受和实际体

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主导方需要具备强烈的服务和责任意识，合理规划商贸布局、提升商品品质以及

规范市场秩序，对旅游开发坚持传承发展的理念，提升大众对月街公共服务的信任感。同时，不断完善

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外资并改善当地的酒店、餐饮及交通条件，推动“三月街”辐射区域旅游公共

基础设施完善进程。突破既定场域，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等现代化资源和本土优势资源创新和丰富月街

内容，拓宽各族群众与“三月街”的交集。 

5.2. 创新文化叙事载体，提升“符号空间”厚度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促进“三月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要素。在文化传承方面，应加强对“三

月街”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建立完善的文化档案和数据库。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等方式，深入

了解“三月街”的历史渊源、传统习俗、民间技艺等，将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进行系统记录和保存。针

对“三月街”的起源传说，组织专业人员对民间流传的多个版本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以文字、音频、

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存档，为后人了解“三月街”的文化内涵提供丰富的资料。拓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叙

事载体，能够使其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发展，使文化交流超越时间空间上的界限([6], p. 145)，提升符号表达

的厚度。 

6. 结语 

大理白族三月街不仅是白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促进各民族经济共生、文化互鉴、情感交融的重

要平台。在经济交往方面，三月街从最初的小型贸易集市发展成为如今涵盖药材、茶叶、民族特产和非

遗等多元商品的大型商贸盛会。在文化交流方面，各族文化在空间生产中交流碰撞，相互滋养，共同丰

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在社会交融方面，节庆期间各族群众广泛参与，打破了隔阂，增进了理解，有力

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凝聚力的提升。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三月街”既要满足现实需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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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服务效能，更需着力于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并探索创新表达方式，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作为促进各民族广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核心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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